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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great results and the gradual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s in remote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still need to be resolved 

urgently. The centralization system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the absenc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two village 

committees, and the lack of village democracy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solve this dilemma, we need to play 

th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 establish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stimulate the subjectivity of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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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精准扶贫取得巨大成效，乡村振兴逐步推进的大背景下，边远山区农村的环境治理问题仍亟需解决，乡镇政

府的一元化体制、村两委职能缺位和村民主体性不强是主要原因，破解该难题，就需要发挥党组织作用、建立

问责机制和激发村民主体性等路径发挥作用。 

关键词：环境治理，垃圾收运，乡村治理 
 

1.前言 

作为一年里党和国家针对农村工作起到提纲挚

领作用的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下简称“一号文

件”）和新鲜出炉的“十四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下简称“纲要”）均将农村环境治理放在

重要位置，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部分，生活垃圾的处

理一直是重点难题，只有解决生活垃圾治理问题，才

能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稳步推进。 

2. 个案描述：广西柳州 Q 村的环境治理结构

变迁 

2.1. 案例背景与概述 

Q 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某省级贫困县

（注：2020 年 5 月，该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地处九

万大山腹地的河谷农业气候区，平均海拔 200 米，冬

短夏长，雨水充沛。全村共有 11 个村民小组，463 户，

总人口 1672 人，耕地面积 1080 亩，山林面积 4.48 万

亩。城镇化背景下，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进入广东

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村内常住人口大幅减少，老

年人口和中年妇女承担起了生产任务，活动范围日益

萎缩，全村耕地抛荒面积近 30%，山地抛荒面积近

20%。选取该村庄的原因是：（1）主要生产活动为水

稻种植和林木栽培，产业结构相对单一；（2）村内常

住人口总量长期保持稳定，生活废弃物种类与数量波

动较小；（3）村庄建制完全，环境问题长期未能对得

到解决，分析现状有助于解决本研究的问题。 

在实行村落垃圾治理政策前，村民普遍缺乏环保

意识，垃圾被随意丢弃在道路两旁，或是堆放至河边，

让流动的溪水带走垃圾，大量农业废弃物导致了严重

的面源污染，对农村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破坏，村庄

垃圾整治行动势在必行。因为村集体能力有限，2013

年由镇政府出资，在 Q 村的每个自然屯建起了 1-2 个

垃圾集中焚烧灶，授意村集体任命了数名环卫专员，

之后（2015）又在各屯的集中居住点配置了不同数量

的垃圾桶。在上级的物质支援下，村庄整体的垃圾收

运情况有所好转。 

好景不长，村庄的环境状况又因各种因素而恶化，

比较突出的就是村庄道路工程的开展：上世纪末，镇

政府拨款启动了 Q 村的道路工程。道路修建产生的大

量松软泥沙进入河道，河床逐渐抬升，地表水减少，

河水变得越来越浑浊。一方面，河流流速降低，流量

减少，河中废弃物堆积，散发恶臭；另一方面，河床

与岸边的高度差相对变小，每逢汛期，水流携带各类

垃圾冲入农田，淹泡作物，影响收成。村中缺少大型

机械，清理起来十分困难。2018 年，某屯曾提出拓宽

小渠、建成大沟的想法，但各方主体不停推卸责任，

最后该方案无疾而终。 

2.2. 混乱治理循环 

Q 村垃圾处理方式共有两种：一是就地焚烧，二

是由镇政府派出垃圾清运车进村收运。通往 Q 村的道

路崎岖，居民点分散，车辆入村较为困难。而在国道

附近交通便利的村庄，则定期会有车辆将垃圾运送出

村。面对运力不足的问题，村庄只能选择采用焚烧的

方式，但是焚烧垃圾早已是被各层级的政府所禁止的

行为，但不采取此种方式，又没有定期的清运车辆，

如果对垃圾进行随意填埋，同样会对土地造成严重污

染，危害甚至比焚烧更大。综合这些情况，上级政府

对于 Q 村现有的垃圾处理方式持默许态度。 

与焚烧矛盾同时存在的，是硬件设施的老化和损

毁。之前由镇政府拨款建设的炉灶和垃圾桶不少已毁

坏，即使是未被损坏的炉灶，大多也已堆满灶灰。若

未得到及时清理，就会被从中找食的家畜扒拉散开，

使路面变得极其脏乱，影响美观。村民已向村集体多

次反映，村集体在去年也向镇政府提交过重做申请，

但现在还未收到答复，目前，群众只能通过提高焚烧

速度、增加焚烧次数等方式自行消化。垃圾焚烧过后

剩下大量灶灰，其中包括玻璃、铁片等尖锐物品，不

能流入农田作肥，清洁工便将其倒入河中，农村垃圾

收运工作中的混合处理不仅带来了巨大浪费，最终依

旧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生活垃圾的种类、

数量增加，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尼龙制品、果皮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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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瓶罐、婴儿尿不湿这几类不可燃垃圾增多，既无

法变卖，占地面积又大，只能在固定地点统一堆放，

等待上级政府派下来的清运车将其处理。Q 村所在县

一级或更高级别政府每年都会不定时下村巡查环境

情况，主要是检查村屯路口和焚烧灶附近是否有明显

垃圾，河道是否干净整洁。为了应付检查，镇政府会

拨款安排镇上的垃圾车驶进村中，将沿路的垃圾都清

运出村。其他时间段，镇政府每年还会派遣垃圾车入

村清理一到两次。类运动式的治理无法将环境整治常

态化，长此以往村庄还是处于“治理-缓解-混乱-治理-

缓解”的循环逻辑中无法脱身。 

2.3. 制度乏力 

也有人曾经试图从制度方面寻找突破口，将环境

治理常态化，却同样困难重重：一方面，我国现行的

环保法律法规与环保标准主要是基于防治与治理城

市和工业的点源污染而制定的，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

的规定太过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和科学性。镇政府对

村庄的垃圾收运工作没有任何成文规定和硬性要求，

任命的清洁人员仅承担着垃圾焚烧任务，公路及河道

内垃圾收拣并不属于职责范围；另一方面，基层治理

主体在探索农村环境治理制度设计的道路上，存在着

不少脱离农村实际的问题。为了让财政支出更为透明，

Q 村所在镇政府在去年建立起了规范的工资上卡制

度，要求村屯的清洁人员一并执行此项规定。上了年

纪的清洁工认为制度太过繁琐复杂，索性不再接管事

务，这给村干部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经过村委

各方沟通，镇政府最终决定每月先将这笔款项统一打

给村委副主任，再由副主任给清洁工发放现金。 

2.4. 人力之忧 

Q 村的环卫专员任命通常由镇政府下发指标，村

委组织各屯屯长选择生活困难、年龄较大、责任感较

强的村民从事这一岗位。如果招募不到足够人手，村

委还会下到屯里了解情况，做通清洁人员的思想工作。

但不少村民经过劝说仍然拒绝。目前，村里超过半数

的清洁工由本屯屯长兼任。 

问及原因，无疑是这份工作的条件过于艰苦：薪

酬极低，没有工具配给和安全设备，不少清洁工提到

自己曾在工作过程中由于产生的浓烟及废弃物爆炸

导致呕吐和受伤。且 Q 村对于村内的垃圾处理工作没

有任何成文规定，工作时间、频率以及强度依据个体

责任感自行安排，这对清洁人员来说更像是一份可有

可无的兼职。之前曾有由于清洁人员工作间隔过长，

垃圾大量堆积，村民向村委进行投诉的例子。 

“脱贫摘帽”冲刺阶段，上级政府对村容村貌的检

查较为频繁。如果验收期内垃圾堆积过多，村委会给

村里的几名低保户支付每天一百元的薪酬，让他们进

行突击清理。此外，在“脱贫攻坚月”时期，村委还针

对村里的贫困户开展了“公益岗”的活动，给予一定补

贴，让他们负责一些清洁乡村、道路维修项目，据此

开展了一次全村大清洁，效果显著。但活动结束后，

相关岗位的垃圾清理工作也随之暂停了。 

对于资金拮据的村委班子而言，开展村内的生活

垃圾治理更像是一种扶贫手段。他们借此机会，为村

内的困难群众提供岗位，使其能够获得一定的额外收

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的他们，同时也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处境：面对

上级直管单位，他们无法拿到足够的项目资金，治理

工作也不符合统一的环境标准；面对承担的清洁任务，

他们招募不到足够的人手，就连现有员工的薪金待遇

也难以保证——截止 2021 年 2 月，由于县政府资金

短缺，村委已有三个月没有给清洁人员下发垃圾处理

费用。“村民委员会这一建立在农村广大土地上的村

民自治组织并没有真正发挥自治功能……这种'政府

不愿管,村委会管不了'的局面,造成治理主体的缺位,

使得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成了一个没有实体支撑的

制度空壳。”当下他们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地培养村民

的环保观念与垃圾处理意识，减少生活垃圾治理过程

中的阻碍。 

2.5. 宣传与大环境的改变 

垃圾治理成为村庄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村委班

子既有对垃圾分类和定点丢弃行为的公告栏式宣传，

也会在村委大会和日常聊天中对村民进行呼吁倡导。

除宣传因素外，青年人口素质的提升也是村里环境状

况改善的原因之一，他们对公共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

日益增强。物质条件的改善，使得村民开始逐步关心

公共环境问题。如今，大部分村民都会自觉将垃圾带

到焚烧灶旁等待清洁工处理，而不是丢弃至河边，看

到有人违反也会及时出言制止。村容村貌持续美化，

水质状况也有所提升。但村里常住人口中，近 60%为

五十岁以上、思维相对固化的中老年群体，他们时常

无视村干部的劝阻，继续随地乱扔，针对这种情况，

村民们也只能以劝导为主，求得一个缓慢转变。可见，

农村生活垃圾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治理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不管是硬件设施，还是制度文化，亦或者是

群众的转变，都需要一步一步耐心的引导和精心的策

划，以求突破长期困扰在 Q 村的环境难题。 

3. 问题分析 

3.1. 乡镇政府：一元化体制 

步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举“生态文明建设”旗帜，

引领“美丽中国”建设，推动建成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模式。诚然，

政府主导村庄生态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乡村建设

的应有之义。然而，实践中，广西政府主导下的一元

化、压力型治理模式成为乡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元凶。

究其原因，一方面，科层体系下，任务层层发包，在

政绩与指标的双重压力下，农村垃圾治理沦为“政治

性”任务。财政、资源有限前提下，易于见效的物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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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成为应付上级部门高频检查的最优选，乡村垃圾

治理演变为压力型“运动式”治理，陷入“面子工程”的

囹圄，乡村生态建设面临常效性与长效性困境。另一

方面，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的广西模式呈现出明显的

“一元化”特征，即乡镇政府作为唯一外部行为主体，

直接干预农村垃圾处置业务。广西模式下，现有的政

府一元体制伴随着巨大的行政压力和高昂的治理成

本，为当地政府带来人员配置与财政上的负担。这一

治理模式与当前我国倡导建设“社会本位”的“服务型

政府”理念相悖。对此，2018 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生态环境保护须“协同

发挥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作用”，明确了生态环境保

护中的权责划分，为广西农村垃圾治理事务开出“多

元治理”的处方。 

此外，虽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推进下，“美

丽乡村”建设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但对于刚刚

“脱贫摘帽”的乡镇而言，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才

是当前乡镇工作的重中之重。乡镇领导普遍重视经济

发展的硬指标，而忽视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价值。

因此，从近年公布的政府财政预算来看，环境卫生整

治费用只占冰山一角，而垃圾治理费用更是微乎其微。

乡镇领导相对滞后的环保意识造成垃圾治理预算资

金微薄，政府主导型整治模式则产生高昂的治理成本，

两者间的矛盾使得 Q 村的垃圾整治工程深陷恶性循

环。 

3.2. 村两委：自治职能缺位 

作为农村垃圾治理的直接行为主体，Q 村村委会

正面临“权轻责重”的困境。行政权上，村委会组织法

将村委会定性为：“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规定“乡、民族乡、镇的

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

助。”然而，Q 村垃圾治理实践中，Q 村所在乡镇与村

委会构成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镇直接干预

村庄垃圾治理事物，削减村委会环境污染治理的自主

权。压力型治理体系下，村委会甚至异化为乡镇政府

应付检查的工具。组织架构上，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

委会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在于“教育村民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并未在村委会下设主

管生态建设的专职委员，垃圾治理事宜也未纳入村民

会议议题中，Q 村村委会主持垃圾治理工作缺乏人员

配备和组织架构的保障，专业化水平存疑。此外，十

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农村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成为乡村自治的“主心骨”，也成为

了乡村生态建设的“排头兵”。然而，在 Q 村垃圾治理

实践中，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怀有“搭便车”的侥幸

心理，不愿做垃圾治理的“领头羊”，相互推诿，责任

缺位。Q 村的垃圾治理事务由于缺乏主事人的规划和

领导，最终化作一盘散沙。 

 

 

3.3. 村民：主体性困境 

梁漱溟曾说：“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才

有办法”。然而，Q 村垃圾整治现状表明，农民在乡村

垃圾治理中面临主体性困境。政府主导型模式下，乡

镇政府依据政策宣传的垃圾转运等“科学化治理”手

段脱离 Q 村现实，默认“垃圾焚烧”的处理方式则忽略

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所需。然而，村民作为乡村人居环

境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农村环境治理问题与其生产、

生活关系紧密，任何忽视生产和生活需求的整治行动

都不可能得到村民的支持。此外，任务层层下放的压

力型治理体系下，Q 村的垃圾治理行动异化，由技术

性治理转向选择性治理，治理目的也由根除污染转为

应付检查，且垃圾处理方案基本取决于官员和技术专

家的取向偏好，高度行政化倾向使得村民对乡村垃圾

治理产生“局外人”心态。某种程度上，脱离现实的治

理政策和高度的行政化倾向是造成 Q 村垃圾治理中

村民主体性困境的主要外部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意识具有能动性，对物

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Q 村垃圾治理中，村民自身价

值观念作为内因直接决定其主体作用的发挥。一方面，

经济相对落后的 Q 村村民不仅在经济地位上处于劣

势，同时也面临文化知识的结构性挑战。村民的参与

冷漠首先源于其淡薄的生态理念，一度挣扎在贫困线

的农户普遍关心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民生状况的

改善，对于环境治理关注度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获

得感差，缺乏对村庄垃圾整治任务的主体意识。另一

方面，村民对于本村垃圾治理项目的支付意愿低，支

付能力薄弱。在乡镇政府财政有限，社会投资匮乏的

情况下，垃圾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有赖于村民间

的有机衔接，需要村民投入一定的时间、人力、金钱

成本，共同参与到垃圾处置的各环节中。然而，部分

村民出于“理性经济人”心态，着眼当下经济利益的最

大化，忽视了生态效益的持续性和长久性。而部分意

识到垃圾治理重要意义的村民却常因经济窘迫，有心

无力，难以积极参与。 

4. 对策分析 

随着全面扶贫工作的胜利结束，党和国家在农村

工作方面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防止返贫和提高乡村人

民群众生活质量上来，提高乡村环境质量，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一直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部分，“纲要”明

确指出在“十四五”期间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稳步解决‘垃圾围村’和乡村黑臭水体等突出

环境问题”，“深入开展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实现村

庄公共空间及庭院房屋、村庄周边干净整洁”，笔者基

于国家政策指引和样本村落现实情况提出了以下几

点对策建议： 

4.1. 党建引领，健全“三治结合”体系 

2021“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

全面领导”，党组织在村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实现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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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设在村庄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是实现乡村“善治”

的必要手段。村庄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

有人站在全局的角度实现流程控制，同时也要有真抓

实干的力量推动进程，党组织通过充分发动支部现有

党员同志、教育吸纳先进分子加入党支部等手段产生

正向激励，以求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面，在发挥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同时带动全体村民投入到环

境整治的工作中，一边实现党支部的教育功能，一边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打造美好环境的进

程中释放“红色能量”。 

仅仅发挥人的力量不足以达成目标，还需要体系

和制度的协助。首先是发挥居民自治的作用，让村民

自己决定工作流程的走向，在环境整治工作中更富踏

实感；二是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村民的法律

意识和规则意识，根据本村实际情况修订村规民约，

将环境治理放在制度的框架下进行，避免不规范的

“出位”和“失位”；三是单纯的法律规则不是一个村庄

运行的全部倚靠，还有很多的“潜规则”穿插其间，所

以在乡村环境治理的工作中必须要特别重视“德治”

的作用，在环境治理工作中注重释放道德力量，将法

律规范的冰冷巧妙地转化成乡土社会的脉脉温情，降

低环境治理在实际操作中的摩擦成本。 

4.2. 健全问责机制，探索切合实际的环境治理
新模式 

 

图 1  机制转变前各环境治理主体的低效互动模式 

 
图 2  机制转变后各环境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模式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与生产条件改善、村容村貌改

变、生活质量提高息息相关，破解农村的环保困境是

政府应有之义。只有将政府的环境责任转变为一种常

态机制，将环保工作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提高对政府

的问责力度，才能让政府的环境责任落到实处，从而

为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提供重要的政治和法律保障。 

传统的政绩观念，明确政府责任中对环境保护的

刚性要求，为提高治理效率，可通过适当放权等方式，

调整村镇两级的财权和事权，将基础性的环境治理工

作交由更熟悉村落状况的村委班子；另一方面，村委

班子要将环卫工作纳入日常事务，扮演好基层群众与

上级部门之间的“传声筒”角色，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整治

工作。村镇两级加强上下联动，形成整体合力，共同

完成“消极行政”模式向“积极行政”模式的转变，实现

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4.3. 发挥居民主体性作用，依靠社会资本促进
环境治理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定义学界尚有争议，相对

认同度高一点的解释为社会资本是学者帕特南在

1993 年提出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特性，

如信用、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等。其将能提高社会效

率”。尽管历经巨大变迁，以样本 Q 村代表的部分中

国乡村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特征，道德和亲缘仍旧是

村民们为人处世的重要靠量依据，复杂的社会网络和

成熟的社会规范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推进乡村

环境治理，这是一种值得重视并且加以利用的资源。 

上文提到，村民层面存在着主体性缺位的问题，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激发村民活力，促进其主观能

动性的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实现治理的过程

中就要因地制宜，根据所在村庄的历史文化特性，利

用好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在村民行为取向中的规范作

用。具体措施可以以亲缘为依据，建立治理单元，相

互监督，相互促进，村集体和党组织适时以物资发放

或精神表彰的方式施以激励，树立在环境自治方面的

模范典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紧密的治理共同

体，并通过依托在风俗习惯上的宣传方式等有意识地

塑造新的生活风尚，增强环境保护在村民心中的认同

感和行为取向上的约束力。 

5. 结论 

   总的来看，在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大步迈进

的同时，生态保护工作却不断掉队。环境问题持续存

在，人居环境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要快速补齐农村

环境治理短板，必须充分激发乡村系统中各主体的内

生动力，凝聚治理合力，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之间的关系，搭建起科学长效的治理架构。切实弘

扬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不断攻坚克难，争取早

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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